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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移民题材始终是台湾电影重要的叙事构成。在全球化的时空语境中，来自中国大陆
和东南亚的新移民以移民工人和移民新娘的方式进入台湾社会，在不同的社会构成、文化语境和
价值体系中，他们在台湾所处的社会位置和生活状态成为台湾电影关注的重点。本文通过跨地的
空间景观、混杂的文化认同和流动的社会心理三个层面来分析台湾电影中关于新移民的影像书
写，将台湾新移民放置在现代性和全球化的社会语境中加以审视，试图在自我与他者的双重视阈
中完成对台湾新移民的文化阐释和心理建构。
关键词: 台湾电影; 新移民; 跨地性; 混杂性; 流动性
中图分类号: J9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1590( 2019) 06－102－07
台湾社会早期便是以移民为主的社会，无论是历史上的闽粤移民还是 1949 年跟随国民党来到
台湾的外省人，都是台湾社会最重要的社会构成和文化来源。从 1980 年代中后期开始，台湾社会
的移民群体以移民工人( 下文简称“移工”) 和移民新娘为主。［1］截至 2018 年，台湾移工人数已经达
到 706，850 人，［2］移民新娘 539，090 人，平均每 7 对婚姻中就有 1 人为移民新娘。［3］台湾新移民作
为“‘现在进行式的’插曲”［4］持续发展，目前已经是台湾社会的第五大族群。新移民在家与他地、
自我与他者文化体系中的存在状态已经成为急需关注的社会现实。
电影是社会最重要的文化表征形式之一。当新移民在台湾社会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表
现他们日常生活、身份认同和心理状态的电影在新世纪之后特别是近些年大量增加，诸如《移民新
娘三部曲》( 2003) 、《移民三部曲》( 2007) 、《歧路天堂》( 2009) 、《台北星期天》( 2010) 、《T 婆工厂》
( 2010) 、《归来的人》( 2011) 、《303》( 2012) 、《内人·外人》( 2012) 、《面包情人》( 2012) 、《神戏》
( 2016) 等影片都聚焦台湾社会的新移民群体，对他们在台湾的工作情况和生存状态进行了影像话
语的表述。移民题材始终是台湾电影重要的叙事构成，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表现外省人从大陆到台
湾后的生活，如《两相好》( 1961) 、《搭错车》( 1983) 、《油麻菜籽》( 1983) 、《老莫的第二个春天》
( 1984) 、《香蕉天堂》( 1989) 、《红柿子》( 1997) 、《面引子》( 2011) 、《风中家族》( 2015) 等。这些电
影主要讨论政治语境下的跨地，表现外省人对大陆原乡的家国情怀、文化想象以及游子心理。与这
些电影不同的是，新世纪以来台湾新移民电影更多关注现代社会中的个体在地方性和全球化空间
中的移动及内在的漂泊心理。这种漂泊心理建立在现代社会的流动性与不确定性之上，相对于大
陆外省人来台之后所产生的认同困境，新移民面临的是在差异性经济生产链、不同文化体系以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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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主体立场的社会语境中所形成的更为复杂的认同困境。台湾新移民电影在追问全球化对移民群
体产生的空间移动、身份认同以及漂泊体验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目前台湾学界对新移民
题材电影的研究主要从经济和文化角度来探讨新移民在台湾社会中存在的位置和所面临的认同困
境，但全球化与现代性过程中新移民的心理体验以及同社会整体之间的关系则往往被遮蔽。因此，
本文主要从跨地的空间景观、混杂的文化认同和流动的社会心理三个层面来分析新世纪以来台湾
电影中关于新移民的影像建构，试图形塑台湾新移民电影背后的社会语境和文化景观。
一、此地与他地: 台湾新移民电影中的跨地空间景观
无论是戴维·哈维的“时空压缩”［5］，还是吉登斯的“时空分延”［6］，现代性时空关系的变化带
来了地理空间的延伸，空间的移动逐渐成为全球化空间体系中最为重要的呈现方式。张英进在使
用“跨地性”这个词语时将其界定为“与多个地方的关联，人们通过跨地行为或想象使不同的空间
和地方联系起来”。［7］可以看出，跨地性最本质的含义是个体在不同地方之间的越界以及由此形成
的社会关系。对于台湾电影中的新移民来说，其所处的社会位置使得他们的“跨地性”将“城市与
乡村”“家与他地”的双重跨越合二为一。
在台湾新移民电影中，这种跨地性首先是城市与乡村空间景观的直接呈现。新移民电影涉及
的移民群体大多来自东南亚，其中移民工人 38%来自印尼，31%来自越南，22%来自菲律宾，9%来
自泰国。这是因为 1980 年代中期之后“台湾与东南亚( 新加坡除外) 之间出现了国际分工上的阶
层关系: 台湾跻身于‘半核心( semi－core) ’的位置，东南亚国家( 新加坡除外) 则被编入‘边陲’( pe-
riphery) ’的位置。”［8］全球化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得不同地区处于不同的位置，劳工资源的移动与
“商品化的跨国婚姻”开始浮出水面。台湾新移民空间上的跨地大多是从经济相对落后的东南亚
移向经济相对发达的台湾地区。电影通过差异性的地理空间和社会景观真实地呈现全球化时代语
境中不同区域间不平衡的发展状态，在更为广阔的文化意义层面探索这种差异性对新移民群体的
现实生活和心理状态造成的影响。台湾新移民电影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它以新移民为主体视角，通
过新移民的眼睛来完成不同空间差异化景观的呈现，正如《内人·外人》新移民系列电影的监制李
岗所说:“我们希望跳脱政令宣导的思维，从外籍新娘的切身角度、情感描写她们的生命故事。”［9］
《归来的人》中，在台湾打工 12 年的缅甸华人阿洪返乡时乘坐了飞机、客车、三轮车和摩托车，伴随
着交通工具的变化，破落贫乏的缅甸社会景象逐渐浮现出来。交通工具的变化一方面彰显了移出
地和移入地现实距离的遥远，另一方面则真实地呈现了移出地与移入地在发展层面上的差距。电
影在视觉影像层面通过新移民的跨地行为将台湾与缅甸这两个空间的地理景观和社会属性进行了
文化意义上的关联，真实有力地展现出全球化空间中不同社会空间形态之间的差异性。
其次，台湾新移民的跨地性也包含了离开家乡来到他地的行为过程，它涉及到家国精神在不同
地域空间中的冲击与重构。“离散之所以为离散是因为存在着两个‘中心’。一个是离散的始源
……相当于英文的 homeland，包括了家园、部族、国家或国族国家等。另一个则是居留地，也就是离
散社群赖以依附并形成网络的地方。”［10］台湾新移民电影正是在家与他地，也就是这“两个中心”
之间展开叙事起点，以新移民对家乡的思念和对台湾复杂的情感为叙事主线，在具体的矛盾冲突中
反思台湾乃至全球的移民问题。《移民新娘三部曲》中涉及来自柬埔寨、越南和大陆的移民新娘，
她们因为不同的原因离开了熟悉的环境嫁到台湾。影片将镜头对准这些家庭的矛盾冲突，试图从
经济、语言、生育等角度传递移民新娘真实的生活图景，以此审视台湾社会中移民新娘艰难的处境
与复杂的内心活动，展现出她们在跨地过程中存在的家与他地、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社会问题。
最后，台湾电影形塑了新移民在城市空间与乡村空间、家与他地双重缺席的状态。新移民移居
台湾之后，虽然在城市中工作与生活，但他们活动的区域大多是城市的边缘与异质空间，正如福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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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异质空间时所言: “我们认为进入了我们身在之处，但是就进入的事实来看，却被排斥
了。”［11］电影中的城市空间更像是符号化的象征意指，只是作为新移民群体的都市想象空间而存
在。他们表面上进入到城市空间之中，但实际上根本无法在城市的社会文化框架中获得相应的位
置。在《歧路天堂》《台北星期天》《面包情人》等电影中，台北 101 大楼作为新移民关于城市文化想
象的直接承载物，是台湾城市空间的象征形态和文化符码。如《面包情人》中，来自菲律宾的罗莉
塔一直在台北 101 大楼附近的养老院工作，在 6 年工作契约即将结束的时候，她趴在阳台上望着
101 大楼，数着 101 大楼的层数。在这个镜头中，罗莉塔的背影、近处低矮的房屋、远处的 101 大楼
和其他城市楼群填满了整个电影画面，但处于远景的 101 大楼在云雾之中更像是模糊的、背景式的
影像存在。对罗莉塔而言，101 大楼真实地存在于她所工作与生活的城市之中，但她却说“我们只
能看，我们不曾去过”。因此，台北 101 大楼与她个人之间并未形成有效的关联，它只是现实城市空
间中虚无的能指，而他们是城市空间“在场的缺席者”。同时，跨地另一端的乡村空间因为他们的
离去也成为被悬置的空间存在。在《面包情人》中，导演将她在台湾拍摄的移工生活纪录片素材带
到移工家乡播放给她们的家人观看，再将家人观看影像的场景记录下来带到台湾给移工观看。对
于在家的亲人而言，移工因为工作离家，离家使他们成为家园“缺席的在场者”。无论是城市空间
还是家乡空间，台湾新移民在跨地过程中呈现的是双重缺席的状态。
台湾新移民电影通过新移民在现实空间的跨地行为建构出个体在家园和他地之间的移动，但
电影中的跨地性并没有停留在对新移民群体底层生活的描绘与先进落后的价值判断上，而是通过
影像去审视新移民在台湾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中面临的问题、冲突与矛盾。新移民电影总是摇曳
在家与他地之间，试图通过新移民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建构出他们复杂的身份认同和文化特性。
二、自我与他者: 台湾新移民电影中的身份认同
新移民的跨地性不仅仅是空间层面上的移动，更是社会结构和文化语境的越界。“所有的身
份都是位于象征性的时空中的，而时空的改变必将对表征产生极大的影响，同时也对主体感及身份
认同产生很大的影响。”［12］新移民需要适应新的社会形态和身份认同，这使得台湾新移民电影在台
湾社会传统的族群认同基础上呈现出更为多样的认同机制。
霍尔在《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一文中将身份视为“一种生产，永不完结，永远处于过程之
中”，［13］可见身份是不断生产、流动的过程，是个体同社会文化相互关系的结果。社会结构和文化
属性的变化都可能对身份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霍米·巴巴在讨论殖民者与被殖民者身份的时
候提出了“混杂性”概念，他认为殖民者话语在运用时并非是单一的殖民权威话语，而是包含了殖
民者与被殖民者双重混杂的话语体系。
如果将霍尔的身份理论和霍米·巴巴的“混杂性”理论延伸到台湾新移民的身份论述中，就会
发现台湾新移民的身份建构是充满混杂性、差异性的动态过程。在跨地空间移动之后，台湾新移民
的身份建构处于“流亡者的中间状态”。［14］这种中间状态使得他们进入新的社会建构新的文化身份
时，一方面需要接纳新的社会文化规范，移入地的社会文化会影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但另一方面
他们仍然保有原有的社会传统和文化记忆。这种矛盾性实际是地方根系文化差异性与全球同质文
化同一性的现实缩影。对台湾新移民来说，“当他们试图融入台湾在地生活、寻求‘内人’身份时，
却遭遇法律、社会与文化等诸多面向的重重障碍，步履维艰，反而凸显其他者身份并使之更加固
化。”［15］社会以及媒体往往将新移民视为“制造社会问题者”［16］，“在形塑‘外籍新娘’和她们的丈
夫为‘低劣他者’的同时，官员和媒体将台湾其他人口，当然也包括官员和媒体工作者本身，打造为
‘优越自我’，并正受到‘低劣他者’破坏生存品质的威胁。”［17］在自我与他者身份的夹缝之中，台湾
新移民的认同既面临自我内在的文化游离，又面临移入社会的偏见与歧视，这个过程充满了矛盾性
·401·
台湾研究集刊 2019 年第 6 期
与复杂性。那么，台湾新移民电影是通过何种方式来呈现新移民身份认同的过程呢?
“语言认同是一种文化心理的趋同现象，它与文化心理的认同程度成正向关系———语言身份
的相似度越高，文化心理的认同度也就愈高。”［18］语言不仅是个体沟通的基础，更是形成文化心理
和身份认同最为直接的方式之一。语言学习的过程即文化重构的过程，打破原有文化表征的生成
方式，接受移入社会新的表征方式。由于台湾新移民大多数来自东南亚地区，他们在学习语言及文
化心理的过程中始终面临着自我与他者身份的游移与冲撞。
纪录片《神戏》讲述越南人安妮到台湾学习歌仔戏，后又嫁到台湾。她不仅需要学习日常交流
使用的普通话，又因为从事歌仔戏演出而必须学习闽南语和闽台文化。电影着重表现了安妮学习
语言时所遇到的障碍。安妮的大女儿说妈妈不会用闽南语说杨桃，而是用星星来指代杨桃; 安妮向
月娥伯母学习歌仔戏唱词时，需要先用越南拼音将其标注，然后再向对方询问意思进行理解。可以
看出，安妮用语言进行表征的过程是不完整的，现实中的事物、概念和语言符号之间还无法形成统
一的指涉。对安妮来说，她需要在自我与他者的文化体系中寻找到合适的话语表述方式，再通过语
言体系建构出背后的社会形态和文化属性，而这些建构都涉及到身份与文化的认同过程。而且，文
化身份的移动往往并不是平等的关系建构，正如《神戏》导演赖丽君在访谈中提到，现在的台湾社
会对新移民更多使用的并非是暴力，而是“另一种霸凌，语言上的，态度上的”。［19］这正是台湾新移
民在社会结构中不平等位置的显现。当下的台湾社会往往通过语言的功能强化“内人”与“外人”
之间的差异，“‘语言’不再只是中性的工具，背后暗藏台湾社会对于‘阶级’的想象。”［20］换言之，社
会文化位置的不对等使得新移民的语言学习往往是单一向度的。新移民在努力学习中文，她们的
伴侣则鲜少学习新移民的母语。新移民在学习语言试图建构身份的过程中往往处于较为弱势的位
置。《黑仔讨老婆》《303》等电影都呈现了新移民的语言学习困境，这种困境又加深了台湾社会认
为新移民愚钝的刻板印象，使得新移民在建构自我身份的过程中面临新的阻力。
语言之外，饮食作为日常生活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不仅是个体的生理性需求，更是社会文化
的象征性符号。“台湾的后现代饮食可说是充分发挥了漂泊离散( diaspora) 的作用，来自不同族群
的人士，不管是老台湾人、新台湾人，或是来自内地各省的人士，以不同的历史经验，组构出非常混
杂、无法达成共识的认同结构。在如此错综、互相角力，而有时又能产生某种协调的可能性的情况
下，食物变成彼此联系和巩固认同的相当重要的后现代方式和元素。”［21］食物本身就是漂泊离散体
系中重要的文化符码，其多样性形构了台湾复杂的历史经验、多元的社会构成和混杂的文化认同。
因此，在电影中，饮食除了表现新移民的日常生活，更是建构新移民身份认同的重要途径。
在《黑仔讨老婆》中，越南新娘阿銮嫁到台湾后，虽然同邻居搭伙吃饭，但她时常购买家乡食物
来缓解对家的思念。对阿銮来说，家乡的食物成为她记忆中家园的现实连接点。在《黛比的幸福
生活》中，印尼新娘黛比嫁到台湾 15 年，但她同丈夫陆百川在生活中仍然存在着诸多文化差异，其
中饮食差异在电影中呈现得相当具体。电影有一幕以全景俯拍的形式展现了一桌印尼菜。当镜头
上移到老陆身上时，老陆对黛比说:“我不是有和你说过吗，不要再做这些印尼菜，又酸又辣，我怎
么会吃得习惯。”黛比说:“我就想吃一点家乡的口味。”虽然黛比已经在台湾生活了 15 年，但她仍
然觉得印尼菜才是家的味道。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从小在台湾长大的黛比儿子陆兴汉，则更喜欢吃
冰和盐酥鸡这些具有台湾本土文化象征的食物。饮食符码不仅承载了新移民日常生活的影像呈
现，更是形构了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差异和身份文化建构的复杂性。
家乡的语言、家乡的食物是家园的象征符号，是家乡文化想象的现实指涉物。语言与食物的记
忆能够形塑出想象意义上的情感共同体，是新移民在新的文化环境中寻找文化认同和心理归属最
直接的途径之一。台湾新移民电影一方面呈现出新移民在自我和他者夹缝中复杂的心理状态，另
一方面也呈现出台湾社会对新移民排斥与接受的态度，这两方面都指涉了新移民在建构身份与文
化认同过程中的混杂性与流动性。“近年来，许多文化精英开始意识到台湾移工的现象，期望打破
文化霸权式的认同基础，将台湾移工的现象，视为不同权力关系与台湾社会历史脉络交错呈现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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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进而反省主流文化中如何排除异己及建构过程中自我 /他者的概念，对于台湾移工现象的诠释
与身份认同有了新的期待与形塑。”［22］随着新移民群体的日益庞大，超过 70 万的移工和超过 50 万
的移民新娘已经成为台湾社会重要的人口构成，他们所遭遇的语言、观念与文化的隔阂是台湾社会
当下最为重要的议题之一。新移民的多元文化已经成为台湾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移民电
影正是通过视觉的影像书写建构出新移民在日常生活和身份认同上所面临的困境，并试图改变社
会对新移民群体形塑的负面形象与刻板印象。
三、流动与漂泊: 台湾新移民电影中的社会心理结构
台湾新移民电影无论是在空间层面上形成的跨地景观，还是在身份与文化层面上形成的认同
困境，最终指向的仍然是新移民群体内在的心理结构。新移民群体当下是何种心理体验，这种心理
体验同社会的特性与整体的社会心理有何关联成为台湾新移民电影内在的文化追问。
鲍曼以“流动的现代性”来指称“现在”时间范畴内的现代性，“‘短期’已经取代了‘长期’，并
把瞬时理解为它的终极的理想。”［23］可见，现代社会的流动性与瞬时性使得在全球化的时空语境中
形成广泛的移民群体，在文化意义上促成了群体式的离散行为，使台湾新移民群体从经济相对落后
地区到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大规模移动成为可能。伴随着群体式移动的另一个问题则是全球化社
会中的流动性是否会使新移民群体长期处在流动的状态之中。
流动的现代性与“轻快的资本主义”［24］使得资本与劳动相分离，对劳动工人来说影响最大的是
从“长期的”心态过渡到“短期的”心态。台湾电影中的移工处在这种“轻快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劳
动关系中，从一地迁往另一地，无法获得较长的工作期限，未来充满了不确定。在《面包情人》中，
台湾养老院去柬埔寨招聘护工，但是只同她们签订 3 年合约，合约到期后，院方只与罗莉塔、贝比续
签 3 年合约。6 年后，罗莉塔和贝比只能回到家乡。短期的工作合约无法给移工长期稳定的保障，
她们不仅需要面对新的工作环境、生活习俗以及社会文化，还需要考虑未来的工作合约和生活来
源。另外，新移民在移入地往往处于社会底层，“全球化下的移工其不稳固的关系一方面来自于全
球劳动力的移动; 另一方面阶级位置使移工必须承担国家阶级与劳工阶级的暴力。”［25］在纪录片
《T 婆工厂》中，新北市飞盟国际电子公司因积欠员工工资面临关厂，其中 120 多名菲律宾移工面临
被遣返的危机。在台湾劳工协会的帮助下，这些菲律宾移工获得了转换雇主的机会，但在转换雇主
的过程中他们再次遭遇一系列陷阱。许多重型工厂的雇主为了抢到移工配额，先承接女性移工再
以工作不能胜任为由强迫将她们遣返以改聘男工。在这个过程中，有的移工因为中介忘记延长居
留证被迫回国。对于这些菲律宾移工来说，现代社会的流动性使得他们空间跨地的可能性得以实
现，但阶级的差异和社会的偏见让他们仍然处于被选择、被支配的位置，无法获得长期、稳定、可靠
的工作机会。在现实的生存压力与陌生的社会环境之间，台湾的新移民甚至全世界的新移民都面
临着同样的不确定状态。从表层来看，这种不确定性和流动性使得他们无法在移入地建构出稳定
的生活方式; 从深层来看，这种情况对新移民群体的心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对他们来说，在空间跨地、身份跨界和流动性的社会语境之中，家园和移入地的两端都难以抵
达，他们在摇摆矛盾中会形成无根的漂泊体验。“自觉或被迫地远离各种各样的‘原初联系’( 家
族、土地、传统人伦等) ，进入一种‘失根’和‘漂泊’的状态，已成为无数人类个体痛切感应到的普遍
处境。”［26］移民群体的漂泊心理是种双重体验: 一方面，流动的现代性使得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
云散了，全球化的时代氛围使得整个世界都在移动变迁之中，人们在社会中失去了稳固的生存空
间，对自身存在的价值和社会整体的价值充满了质疑。在现代性和全球化的共同作用下，个体在现
实空间和精神心理层面都面临着无家的危机，这种生存状态形成了存在意义上的漂泊。另一方面，
移民更加真实地体验到离散行为带来的漂泊之感。无论是移工还是移民新娘，“他们四处奔波，那
是因为他们背后一直有一股无比强大、无比神秘、不可抗拒的诱惑力推着他们前行。他们一开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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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在精神上背井离乡。家乡毫无希望可言。”［27］为了获得更好的生活，他们从家乡离开，来到异地
工作生活，充满了“无力的体验”［28］，只能在不断变换的时空结构中重塑自身的文化基础和情感结
构。但是这种重塑充满了自反的悖论，在不断靠近移入社会文化体系与生活方式的同时也意味着离
家的距离越来越远。移民的离散漂泊不仅仅存在于离家这个过程，同时也存在于无法返家的过程。
“对于跨越边界者来说，这一趟离 /返‘家’的旅程何处是‘家’以及‘家’究竟意味什么便成为多层次与
复杂的议题。”［29］对移民而言，家园不再是现实的，而是想象与记忆，他们始终在离开，却无法抵达。
影片《台北星期天》开头就是台湾桃园国际机场的捷运与大厅两个空间场景的切换，捷运与机
场作为全球化的典型空间形态，是大部分台湾新移民抵达和离开的地方。在这个空间中，从菲律宾
来到台湾务工的 Dado 见到了被遣返的同胞。被工作人员押解的同胞对 Dado 说“我回家了”。“我
回家了”这句既普通又饱含着所有思乡之感的话语此后在电影里多次出现。影片围绕着菲律宾移
工 Dado、Manuel 和一张废弃的沙发展开。某个星期天，Dado 和 Manuel 在路边看到一个被人遗弃的
红色沙发。对 Manuel 来说，沙发是他所有关于美好生活想象的承载物，于是两人决定将其搬运至
宿舍天台上以开启美好的他乡生活。但是在搬运过程中他们遭遇到完全无法想象的困难，沙发似
乎成为象征意义上家的指称。正如导演何蔚庭在访谈中说到的，新移民是“离家的人，在国外工
作，没有办法跟家人碰面，这种在国外工作的心情其实是很真实的……你可以想象他们其实没有办
法回家。”［30］影片的最后，因为无法将沙发搬运过河，他们最终放弃了沙发。沙发漂浮在河面之上，
似乎成了他们移民生活流动、漂泊的文化隐喻与现实指涉。
对所有台湾新移民或者说是全球社会中的移民而言，全球时空的重组与社会的流动性形成了
新的存在方式和生活形态。这使得移民在当下社会经历着比传统社会更为多元的空间移动和文化
认同，但生活方式、道德观念以及文化系统的差异等使移民深陷各种不同的现实困境。在过去与现
在、此地与他地、自我与他者的多重社会语境中，新移民面临着复杂的漂泊心理。
四、结 语
台湾新移民电影以台湾新移民的移民生活为电影叙事的主要内容，用镜头影像呈现出新移民
的工作环境与生活状态。他们已经成为台湾社会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台湾社会多元文化景观的构
成要素。对于台湾新移民来说，为了改善生活状况来到经济较为发达的地方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是
个体自主选择的结果，但是在现代性和全球化的社会语境中，这种选择在主动性的背后隐藏了诸多
的被动性。移民被迫在流动的社会结构中进行空间的跨地和文化的跨界，在自我与他者的文化体
系中艰难调适，试图形构出新的身份与文化认同。在现实和未来的不确定之中，台湾新移民不仅面
临着生存层面“何以为家”的问题，还存在着精神层面“何以为家”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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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is My Home: Image Presentation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New Immigrants in Taiwan since the New Century
Li Xiaohong，Bao Shijiang
Abstract: Immigration theme alway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aiwan cinema．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new im-
migrants from the mainland and Southeast Asia enter Taiwan society as migrant workers and migrant brides． In different so-
cial constitution，cultural context and value system，their social position and living conditions in Taiwan have become the
focus of Taiwan film． Through trans－regional spatial landscape，mixed cultural identity and mobile social psychology，this
paper make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image writing about new immigrants in Taiwan cinema，putting the new immigrants in
the social context of modernity and globalization for examination，and trying to complete the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and psy-
ch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immigrants in Taiwan from the dual perspectives of self and other．
Key Words: Taiwan film，new immigrants，trans－regional，hybridity，mo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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